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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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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系统服务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是目前国际人地系统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领域。 以长江中游地区 ３２５ 个县为

研究单元，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评估矩阵法与城镇化相关指标分别测算了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平衡

状况和城镇化水平，同时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计量模型探索了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 研究结果

表明：（１）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状况不断恶化，而城镇化水平则持续上升；（２）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不同区域的空间聚类模式表现出异质性；（３）添加控制变量的空间计量模型被证明能更好解释生态

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结果显示城镇化对态系统服务平衡的影响具有负外部效应，这种负外部效应在城镇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时逐渐减弱。 建议，在城镇化进程中应统筹管理生态空间，尝试跨区域合作，实现生态与经济资源的共享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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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长江中游地区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是指特定时空范围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则是指人类消费与享用

生态系统生产的产品与服务，两者将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有机统一起来［１⁃２］，成为生态系统保护的

重要概念。 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消费生态系统服务来改善其福祉，因而生态系统服务的持续供

给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３］。 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土地的无序扩张还将进一步扩大生

态系统服务失衡［４］，并最终威胁人类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５］。 因此，如何在社会经济发展深度转型期同时

兼顾生态系统服务平衡已成为生态经济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６⁃７］。
生态系统服务的定量评估能够反映生态系统功能的强弱，对区域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和制定生态补偿政策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已有研究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且计量方法日臻成熟［８⁃１０］。 近年

来，学者们开始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综合研究［１１⁃１３］，但由于缺乏合理的量化方法，对于供需平衡

关系的研究还尚缺乏。 此外，不少学者认识到城镇化的空间差异是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区域差异的重

要驱动因素，并讨论了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１４⁃１７］。 然而，对其驱动力的研究忽略了生态系统服务作

为一种公共服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１８⁃１９］，也并未考虑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强弱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２０⁃２２］，这限制了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因此，本研究将在深入探讨两者相

互作用关系的基础上，将自然因素纳入两者关系的分析之中，使研究结果更具现实意义。
鉴于当前研究的经验与不足，本文首先采用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等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评估矩阵法、城镇

化相关指标，分别核算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和综合城镇化水平；其次在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

城镇化时空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两者的空间关系特征；最后利用空间计量模

型探索两者的空间依赖、空间溢出效应，以期为快速城

镇化地区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中游地区由湖北、 湖南和江西三省组成

（１０８°２１′—１１８° ２８′ Ｅ， ２０° ０９′—３３° ２０′ Ｎ），总面积为

５６．４７万 ｋｍ２，下辖 ３２５ 个县级行政单元（图 １）。 长江中

游地区处于中国第二、三级阶梯过渡带，地形地貌类型

复杂多样，以丘陵山地为主，属北亚热带季风型气候，夏
热冬温，四季分明，雨热同期。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地区依托“中部崛起”、长江经

济带等战略，逐渐成为我国长江上中下游协调发展的重

要链接区和东中西发展的传导区。 与此同时，长江中游

地区的土地利用也经历了深刻转型，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间

建设用地增加了 ５８５２． ２５ ｋｍ２，林地减少了 １９９９． ５３
ｋｍ２，草地减少了 １１２４． ８９ ｋｍ２，耕地减少了 ４９６６． ６４
ｋｍ２。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干扰，探索

７４５５　 １４ 期 　 　 　 陈立恒　 等：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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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１．２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空间分辨率为 １００ｍ。
在参照已有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及区域实际土地利用特点的基础上，将地类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湿
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等 ７ 个一级类及 １８ 个二级类。 人口、经济等数据来自各省市统计年鉴。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测算

２．１．１　 土地利用类型划分

由于国内外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存在差异，本研究根据国内已有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对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等采用

的环境信息协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ＯＲＩＮＥ）数据库中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进行

整合，以确定本研究的土地分类体系（表 １）。

表 １　 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分类整合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Ｒ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整合地类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ＯＲＩＮＥ 土地覆盖分类
ＣＯＲ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整合地类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ＣＯＲＩＮＥ 土地覆盖分类
ＣＯＲ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耕地 ＡＬ 水田 ＰＦ 非灌溉耕地 水域 ＷＡ 河渠 Ｗ 水道

旱地 ＤＬ 永久灌溉耕地，稻田 水体 ＷＢ 水体

林地 Ｆ 有林地 Ｗ 阔叶林，针叶林，混交林，农林区 湿地 Ｗ 滩地 Ｂ 河口，海滩，沙丘，沙滩

疏林地 ＳＷ 过渡性灌木林地 沼泽地 ＭＬ 内陆沼泽、泥炭沼泽

灌木林 ＳＨ 建设用地 ＣＬ 城镇用地 ＵＬ 连续的城市结构，工业或商业单位

其他林地 ＯＷ 果园、葡萄园、橄榄园 农村居民点 ＲＬ 不连续城市结构

草地 Ｇ 高覆盖度草地 ＨＣＧ 天然草地、牧场 其他建设用地 ＯＣＳ 港口，机场，矿物开采场，建筑工地，体育
和休闲设施

中覆盖度草地 ＭＣＧ

低覆盖度草地 ＬＣＧ 未利用地 ＵＬ 裸土地 ＢＬ 稀疏植被

裸岩地 ＢＲＬ 裸岩

　 　 ＡＬ：耕地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Ｆ：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ｌａｎｄ；ＷＡ：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Ｗ：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ＣＬ：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ＵＬ：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ＰＦ：水田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ｌｅｄ；

ＤＬ：旱地 Ｄｒｙ ｌａｎｄ；Ｗ：有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Ｗ：疏林地 Ｓｐａｒｓｅ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ＳＨ：灌木林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ＯＷ：其他林地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ＨＣＧ：高覆盖度草地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ＭＣＧ：中覆盖度草地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ＬＣＧ：低覆盖度草地 Ｌｏｗ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Ｗ：河渠 Ｗａ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ＷＢ：水体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Ｂ：滩地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ａｎｄ；ＭＬ：沼泽地 Ｍａｒｓｈｌａｎｄ；城镇用地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ＲＬ：农村居民点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ＯＣＳ：其他建设用地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ＢＬ：裸土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ＢＲＬ：裸岩地 Ｂａｒｅ

ｒｏｃｋ ｌａｎｄ

２．１．２　 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评估矩阵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等以欧洲生态环境为背景构建了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矩阵，该评估矩阵将不

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按 ０ 到 ５ 的区间范围从低到高进行打分，０ 代表土地利用类型无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或需求，５ 代表土地利用类型有最高水平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或需求。 本研究基于

Ｂｕｒｋｈａｒｄ 团队及国内已有研究成果［２３⁃２５］，选取 ３ 大类 ２３ 小类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需求值，利用整合的土地利

用类型构建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矩阵（表 ２）。
２．１．３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指数测算

根据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矩阵，测算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数、需求指数，进而利用二者的差值表

征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各指数计算公式为：

ＥＳＳＩｔ ＝ ∑
ｍ

ｊ ＝ １
∑

ｎ

ｉ ＝ １
（ＬＵＡｉ，ｔ × ＳＭｉｊ，ｔ） ／∑

ｎ

ｉ ＝ １
ＬＵＡ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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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ＤＩｔ ＝ ∑
ｍ

ｊ ＝ １
∑

ｎ

ｉ ＝ １
（ＬＵＡｉ，ｔ × ＤＭｉｊ，ｔ） ／∑

ｎ

ｉ ＝ １
ＬＵＡｉ，ｔ （２）

ＥＳＢＩｔ ＝ ＥＳＳＩｔ － ＥＳＤＩｔ （３）
式中，ＥＳＳＩｔ代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数；ＥＳＤＩｔ代表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数；ＥＳＢＩｔ代表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

数；ＳＭｉｊ，ｔ，ＤＭｉｊ，ｔ，分别表示在时间 ｔ 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第 ｊ 种生态系统服务类别的供给、需求值。 ＬＵＡｉ，ｔ为时

间 ｔ 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 ｎ 表示土地利用类型（ｎ＝ １，２…，７），ｍ 代表生态系统服务种类。

表 ２　 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需求评估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调节服务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供给服务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文化服务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耕地 ＡＬ 水田 ＰＦ １３ ／ ２３ １６ ／ ９ ４ ／ ０

旱地 ＤＬ ７ ／ ２６ ２０ ／ ４ ４ ／ ０

林地 Ｆ 有林地 Ｗ ４１ ／ ０ ２６ ／ ３ １５ ／ ０

灌木林 ＳＨ ３９ ／ ０ ２４ ／ ３ １４ ／ ０

疏林地 ＳＷ ３７ ／ ０ ２０ ／ ３ １３ ／ ０

其他林地 ＯＷ ２６ ／ ２ １６ ／ ６ １２ ／ ０

草地 Ｇ 高覆盖度草地 ＨＣＧ ３１ ／ ０ １４ ／ １ １３ ／ ０

中覆盖度草地 ＭＣＧ ２４ ／ ０ １０ ／ １ １０ ／ ０

低覆盖度草地 ＬＣＧ １５ ／ １ ７ ／ ０ １０ ／ ０

水域 ＷＡ 河渠 Ｗ １９ ／ ６ ２２ ／ ６ １５ ／ ０

水体 ＷＢ １８ ／ ８ ２３ ／ ８ １５ ／ ０

湿地 Ｗ 滩地 Ｂ １６ ／ ７ ６ ／ ４ １５ ／ １

沼泽地 ＭＬ ２５ ／ ０ １１ ／ ２ １３ ／ ０

建设用地 ＣＬ 城镇用地 ＵＬ ０ ／ ２５ ０ ／ ４７ ５ ／ １１

农村居民点 ＲＬ ０ ／ ２３ ０ ／ ４４ ４ ／ １１

其他建设用地 ＯＣＳ ２ ／ ２１ ０ ／ １９ ２ ／ ４

未利用地 ＵＬ 裸土地 ＢＬ ３ ／ ０ ０ ／ ０ ４ ／ ０

裸岩地 ＢＲＬ ３ ／ ０ ０ ／ ０ ３ ／ ０

２．２　 城镇化水平测度

城镇化是一个复合系统，主要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等四个子系统［２６］。
人口增长是人口城镇化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是经济城镇化的驱动力，城市土地扩张是空间城镇化的保证，生
活水平的提高是城镇化的最终目标［１６］。 由于社会城镇化相对抽象并且难以量化和空间化，而人口的增长水

平、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土地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城镇化，因此选择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城镇土

地比例分别代表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１４］。 此外，由于以上三个指标的空间分布高度相似，
因此首先根据公式（４）对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然后根据公式（５）将这三个指标整合为一个综合指标—综合

城镇化水平。

ｘ′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 ｘ１ｊ，…，ｘｎｊ{ }

ｍａｘ ｘ１ｊ，…，ｘｎｊ{ } － ｍｉｎ ｘ１ｊ，…，ｘｎｊ{ }
（４）

ＣＵＬｉ ＝
ｘｉＰＤ

３
＋
ｘｉＧＤＰＤ

３
＋
ｘｉＵＬＰ

３
（５）

式中，ＰＤ、ＧＤＰＤ、ＵＬＰ 分别代表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城镇土地比例； ｘ′ｉｊ 是第 ｉ 个研究单元第 ｊ 个指标的标准

值（ ｉ＝ １，２，３，…ｎ；ｊ＝ＰＤ，ＧＤＰＤ，ＵＬＰ）， ｘｉＰＤ、ｘｉＧＤＰＤ、ｘｉＵＬＰ 分别为第 ｉ 个研究单元标准化后的指标值，ＣＵＬｉ是第 ｉ
个研究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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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检验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集聚和分散模式。 全局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用来检验研究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之间的整体关联程度及其显著性；局部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用
来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可能存在的空间关联模式，从而把握局部空间要素的集聚和分异特征［２７⁃２８］。 二者的

计算公式如下：

ＩＧ ＝
ｎ∑ ｎ

ｉ ＝ １∑
ｎ

ｊ≠１
ｗ ｉｊ ｚｅｉ ｚｕｊ

（ｎ － １）∑ ｎ

ｉ ＝ １∑
ｎ

ｊ≠１
ｗ ｉｊ

（６）

ＩＬ ＝ ｚｅｉ∑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ｚｕｊ （７）

式中，ＩＧ代表全局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ＩＬ代表局部双变量 Ｍｏｒａｎ′ｓ Ｉ，取值范围为［－１，１］，正值表示空间正相关，负
值表示空间负相关，趋近于 ０ 则为空间随机分布；ｎ 为空间样本数量；Ｗｉｊ为基于空间邻接关系建立的空间权重

矩阵（ ｉｊ＝ １，２，３，…ｎ）； ｚｅｉ 为第 ｉ 个研究单元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数， ｚｕｊ 为第 ｊ 个研究单元的镇化水平。 此外，在
局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的 ＬＩＳＡ 聚类图中，高⁃高型聚类模式表示高生态系统服务平衡和高城镇化水平值区，低⁃低型与

之相反，均为空间正相关； 低⁃高型聚类模式表示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和高城镇化水平值区，高⁃低型则相反，
均为空间负相关。
２．４　 空间回归分析

空间溢出效应是指由临近位置引起的空间外部性［２９］。 本研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生态系统服务平衡

与城镇化的空间溢出关系。 首先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二者的空间依赖性进行检验；其次采用包括空间滞后模型

和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关系［３０⁃３１］。 两种模型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Ｙ ＝ ρＷＹ ＋ Ｘβ ＋ ε （８）
Ｙ ＝ Ｘβ ＋ λＷμ ＋ ε （９）

式中，Ｙ 是因变量的向量，Ｘ 是自变量的 Ｎ×Ｍ 矩阵；Ｗ 是空间权重矩阵，β 是回归系数矩阵，μ 为空间自回归误

差项，ε 是空间自回归随机误差项，ρ、λ 分别为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时空特征分析

从时间进程来看，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状况整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态势，平衡指数由 １９９５ 年

的 ４７．８１ 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６．６９，二十年间共降低了 ２．４０％。 利用“自然间断点法”将测算结果划分为 ５ 个等

级，以分析各等级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及平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图 ２，图 ３，图 ４）。 就空间分布而言，研究

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表现为从城市群较为集中的平原向丘陵再向海拔较高的山区逐渐递增的趋势。 生

态系统服务高平衡区和次高平衡区主要分布在湖北西部的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区，湖南西部的雪峰山区及南

部的南岭山区，江西东部的武夷山以及江西和湖南省之间的罗霄山区；低平衡区和次低平衡区主要集中在江

汉平原、鄱阳湖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尤其是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三大城市群周围；
一般平衡区主要位于山区与平原的过渡地带。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数的空间分布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

的空间分布相似，而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的空间分布表现出相反的特征。
３．２　 城镇化水平时空特征分析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图 ５）。 整体而言，长江中游地区城

镇化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平原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山区。 具体而言，城镇化水平以武汉、长沙和南

昌三大城市为核心向城市群外围递减。 此外，主要交通道路沿线的城镇化水平明显较高，如京九线、京广线、
湘黔线、浙赣线和汉丹线沿线各县，总体呈“两横三纵”的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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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Ｂ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ＥＳＢＩ：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ｌ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Ｓ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ＥＳＳＩ：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指数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ｄｅｘ

３．３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对长江中游地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 Ｍｏｒｒａｎ′ｓ Ｉ
指数分别为－０．３２２１（Ｐ＝ ０．００１）、－０．３４７１（Ｐ ＝ ０．００１）、－０．４０４９（Ｐ ＝ ０．００１），表现出显著空间负相关性。 在 Ｚ
检验的基础上（Ｐ＝ ０．０５）绘制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 ＬＩＳＡ 聚集图（图 ６），用于表征区域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

统服务平衡之间的空间相关性。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的主要空间聚类模式为高⁃低型（高生态系统

服务平衡和低城镇化水平），低⁃高型（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和高城镇化水平）和低⁃低型（低生态系统服务平

衡和低城镇化水平）。 从空间分布来看，高⁃低型主要分布在湖北省的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区，湖南西部的雪

峰山区及南部的南岭山区，江西东部的武夷山以及江西和湖南省之间的罗霄山区，这些地区森林资源丰富，生
态优势明显。 低⁃高型主要分布在三大平原、城市群及主要交通道路沿线，这些地区人口密度大，城镇体系发

达，对生态资源的占用与破坏现象更为严重。 低⁃低型主要分布在周边山区。 此外，该区还有少量高⁃高型（高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和高城镇化水平），主要分布在长沙市和南昌市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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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ＳＤＩ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ＥＳＤＩ：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指数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ｄｅｘ

图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集聚特征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ＳＢＩ ｗｉｔｈ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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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依赖性分析

３．４．１　 变量选取

本研究主要探讨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的影响，因此空间计量模型中的因变量为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自变量为城镇化水平。 此外还选取了一组控制变量以更好地解释城镇化对生态系

统服务平衡的影响（表 ３）。 相关研究证实地形条件在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空间格局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３２］。 据此，本研究选取地形位指数代表长江中游地区的地形状况。 气候也是影响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

空间决定因素，由于温度和海拔高度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因此选择降水来代表气候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

城镇布局往往倾向于靠近水资源丰富的地带［３３］，因而选择到主要河流水系的距离来表征水文条件。 对选取

的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测试，结果均小于 １０，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３　 选取变量及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ｓ

变量类别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含义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因变量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ＳＢＩ（无量纲）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 由公式 ３ 计算得出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城镇化水平（无量纲） 利用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城镇

土地面积比例综合表征城镇化
由公式 ５ 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自然驱
动因素

地形位指数
（无量纲）

利用高程和坡度综合表征区域
地形特征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降雨量（ｍｍ） 年均降雨量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距河流的距离（ｋｍ） 每个研究单元距离主要河流的
距离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 ｈｔｔｐ： ／ ／
ｎｇｃｃ．ｓｂｓｍ．ｇｏｖ．ｃｎ）

　 　 ＥＳＢＩ：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ｂｌ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３．４．２　 空间依赖关系分析

表 ４ 显示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依赖性统计检验。 表中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在 Ｐ＜０．０５ 时均显著，表明空间依赖性存在于所有回归中，仅采用 ＯＬＳ 模型分析会导致结果出

现偏差。 当在 ＯＬＳ 模型中添加控制变量后发现该模型具有更高的 Ｒ２和对数似然值（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以及更低

的 ＡＩＣ 和 ＳＣ 值，模型拟合度的提高表明在研究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的影响时控制其他影响因素至关

重要。 此外，拉格朗日乘子（ＬＭ）检测显示 ＬＭ（滞后）和 ＬＭ（误差）均较为显著，表明空间计量模型比 ＯＬＳ 模

型更能科学的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
空间回归系数表示各选取变量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结果（表 ５）显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城镇化水平与生

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为显著负相关关系，城镇化水平每增加 １０％，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分别减少 ２．９１８％，
５．１１３％，４．８１３％。 城镇土地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侵占原有生态土地，从而导致域生态系统服务失衡。 地形

位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地形位指数每增加 １０％，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相应增

加 ０．３１４％，０．５０１％，０．３９８％。 随着地形梯度的上升，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逐渐减少，生态价值较高的林地、草
地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建设用地、耕地等生态价值较低的土地类型比重逐渐下降，致使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随地

形梯度的上升而不断增强。 年均降雨量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年均降雨量每增加

１０％，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相应增加 ０．２３６％，０．５６７％，０．２２５％；降水条件在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中

主要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降水丰沛地区的植被拥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有利于植被覆盖的恢复。 与

其他因素相比，距河流距离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指数的关联不太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距离河流越远，生态系

统服务平衡指数越高。 这是因为靠近水源是人类定居的首要条件之一，而距水源较远的土地则受人类活动干

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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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依赖关系诊断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添加控制变量
Ａｄ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添加控制变量
Ａｄ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城镇化水平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添加控制变量
Ａｄ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空间依赖性诊断 Ｍｏｒａｎ′ｓ Ｉ（ｅｒｒｏｒ） ０．６８∗∗∗ ０．３５∗∗∗ ０．６８∗∗∗ ０．４３∗∗∗ ０．６８∗∗∗ ０．５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Ｍ（ｌａｇ） ３２２．５６∗∗∗ ９４．０９∗∗∗ ４０８．６６∗∗∗ ４６．５５∗∗∗ ３５３．０８∗∗∗ ３９．４１∗∗∗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１４．０９∗∗∗ ３１．２０∗∗∗ ３７．９７∗∗∗ ７．９５∗∗∗ １５．４４∗∗∗ ５．４９∗∗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３８１．１８∗∗∗ １０３．６７∗∗∗ ３８０．５２∗∗∗ １５６．０１∗∗∗ ３８８．１９∗∗∗ ２３９．３０∗∗∗

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ｏｒ） ７２．７１∗∗∗ ４０．７９∗∗∗ ９．８３∗∗∗ １１７．４１∗∗∗ ５０．５４∗∗∗ ２０５．３８∗∗∗

拟合度指标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５５ ０．９２ ０．３４ ０．９５ ０．４５ ０．９８

Ｆｉ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３８８．１１ －１０６３．０２ －１４０１．９７ －９６１．８１ －１３８４．１３ －９０２．６１

ＡＩＣ ２７８０．２２ ２１３８．０３ ２８０７．９３ １９３５．６２ ２７７２．２７ １８１７．２３

ＳＣ ２７８７．７９ ２１６０．７４ ２８１５．５０ １９５８．３２ ２７７９．８３ １８３９．９３
　 　 ∗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ＬＭ：拉格朗日乘子法 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ＡＩＣ：赤池信息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ＳＣ：贝叶斯信息准则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表 ５　 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解释变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城镇化水平 －０．２９１８∗∗∗ －０．５１１３∗∗∗ －０．４８１３∗∗∗

控制变量 地形位指数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５０１ ∗∗∗ ０．０３９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降水量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５６７ ∗∗∗ ０．０２２５∗∗∗

距河流距离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８２∗

拟合度指标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９４ ０．９６ ０．９９

Ｆｉ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０１８．８２ －９３９．９９ －８１０．０６

ＡＩＣ ２０５１．６５ １８９３．９７ １６３２．１２

ＳＣ ２０７８．１３ １９２０．４６ １６５４．８２

　 　 ∗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４　 讨论

（１）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状况整体呈现出持续恶化的态势。
研究期间，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以及鄱阳湖城市群等城市群较为集中的地区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

耗不断增加，同时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有限，进而加剧了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失衡。 已有

研究表明城镇化会侵占大量生态用地，从而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负面影响［３４⁃３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中游

地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状况不断恶化，再次印证了该结论。
今后，应继续大力推进长江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严格实施退耕还林、还湖以及湿地保护等生态政策，努力

实现湿地、水域不萎缩，功能不衰减，生态不恶化。
（２）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进程的响应具有空间异质性。
双变量局部自相关分析发现，除高⁃低型、低⁃高型两种主要聚类模式外，研究区还有高⁃高型、低⁃低型聚类

模式。 高⁃低型、低⁃高型聚类模式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与城镇化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低⁃低型、高⁃高型聚类模

式则表明区域内的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率、降水量等其他非城镇因素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调节也起到重要作

用［３６］。 例如南昌县境内赣江流域沿线高楼林立、人口稠密，但由于水系和湿地覆盖率较高，区域在生物多样

性、户外文化娱乐等方面具有较高的服务价值［３７］，致使该县为高⁃高型城镇。 又例如修水县的城镇化水平较

低，同时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也较低，这与该县较高的地形坡度和较强的降水有着紧密联系。 已有研究指出区

域自然资源本底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化的响应有所不同［３８］，与本文结论

４５５５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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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基于此，本文建议各区域有必要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建设道路。 高⁃低型城镇在继续充实基础设施的同

时应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努力将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低⁃高型城镇应

继续保持经济发展速度，同时控制人口规模、减缓城市扩张速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助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基于“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应考虑将高⁃高型城镇划为“生态经济区”，在这些区域应鼓励新兴

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强制淘汰污染型产业。 低⁃低型城镇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还应在生态退化较

为集中的区域布置生态修复工程，如植树造林、边坡绿化等，努力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３）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本研究将城镇化水平及各自然因素与生态系统服务平衡进行空间回归分析得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不仅

受到研究单元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到临近单元相同因素的干扰。 总体而言，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影响表现为空间负外部性［３９］。 这种负外部性可能是城镇化地区与临近区域持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结

果。 当某一城镇化地区的生态环境要素（如地形、气温、降水、二氧化碳等）发生变化时，将通过大气循环、水
循环以及生物迁徙等方式影响临近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状况［４０］。

基于该结论，本研究建议各研究单元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城镇化的负外部效应，避免在与自然

生态系统直接相邻的地区进行生态破坏活动。 同时，尝试加强县际合作，实现生态与经济资源的共享与互补。
（４）后续待开展的工作。
本研究基于县级尺度从宏观上探讨了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的空间关系，研究结果对

于区域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和生态保护相关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然而，各县级行政单元内生态系统服务平

衡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还不明晰，不利于县级相关规划的实施与落地，因此下一步工作拟选取典型县市从格

网尺度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５　 结论

本研究以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的影响为出发点，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评估矩阵法、双变量

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等技术方法，探索了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水平的相互作用关

系，研究结论如下：
（１）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状况不断恶化，周边山区是生态系统服务平衡高值区，腹

部三大平原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低值区。
（２）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水平呈上升态势，地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的武汉市、

长沙市、南昌市等三大核心城市及主要交通道路沿线是城镇化水平的高值区，周边的雪峰山、南岭和武夷山等

山区为城镇化水平的低值区。
（３）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平衡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空间依赖关系，且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对城镇

化的响应有所差异，生态系统服务平衡较低的区域更容易受到城镇化的侵扰。
（４）添加控制变量的空间计量模型更好的解释了城镇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平衡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化对

态系统服务平衡具有空间负外部效应，这种负外部效应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逐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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